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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cial
 

status
 

and
 

role
 

of
 

political
 

leaders
 

are
 

reflected
 

in
 

their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their
 

ability
 

to
 

guide
 

people􀆳s
 

values
 

and
 

behavior
 

choices
 

internall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externally.
 

Furthermore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leaders
 

in
 

the
 

diplomatic
 

decision-making 
 

have
 

its
 

own
 

political
 

cognition 
 

such
 

as
 

political
 

values 
 

political
 

attitude
 

and
 

diplomatic
 

idea
 

will
 

affect
 

diplomatic
 

decision-making
 

cognitive
 

orientation 
 

and
 

stat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od
 

or
 

worse
 

effect 
 

then
 

accelerate
 

or
 

slow
 

down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Robert
 

Jervis􀆳
 

theory
 

of
 

false
 

perception
 

shows
 

that
 

the
 

cognitive
 

orienta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which
 

leads
 

to
 

conflicts
 

and
 

even
 

wars
 

between
 

countries.
 

Therefor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real
 

driving
 

force
 

of
 

political
 

leaders
 

is
 

their
 

adherence
 

to
 

positive
 

and
 

enterprising
 

politic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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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心理視角下政治領導者對國際合作的影響論析

宮　 倩

長春師範大學

摘　 要:
 

政治領袖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體現在他直接參與國家對內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對內能夠引導民眾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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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和行為選擇,對外影響了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國際秩序的穩定。 進一步而言,政治領袖在進行外交決策的過

程中,其自身所具有的政治認知,如政治價值觀、政治態度和外交理念等認知取向會對外交決策產生影響,從而對

國家之間關係的走向發生良好或惡化效應,進而加速或延緩了國家間合作的建立和發展進程。 羅伯特·傑維斯的

錯誤知覺理論表明政治領袖的認知取向對於外交決策的負面影響,進而使得國家之間處於衝突甚至戰爭。 因此,

對於國際合作而言,政治領袖所真正發揮驅動力作用的實質是其秉承正向、積極進取的政治價值觀。

關鍵詞:
 

政治領袖;決策理念;國際合作;錯誤知覺

基金項目:
 

中國吉林省長春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全球治理進程中的東北亞區域治理路徑研究」。

引言

政治心理學是政治學和心理學交叉的跨學科學術領域,廣泛關注從心理學角度理解政治和政治過程、
結構、感知、經驗和行爲。 它經歷了快速發展,已成爲社會科學中一個有影響力的研究領域。 政治心理學的

理論和實踐方法被應用于許多背景下,包括領導角色、國內和外交政策制定、種族暴力、戰爭、種族滅絕、群
體動力學和衝突、種族主義態度和行爲、投票、民族主義和政治極端主義。 歷史上,政治心理學大量采用旨

在探索人類社會和政治行爲的本質和潜在基礎的社會心理學方法,應用了更廣泛的理論和方法。 在國際政

治活動中,一國的外交政策往往是通過個人決策,進而影響國家之間的關係,甚至影響國際體系結構。 勒龐

認為,「在使群體形成意見並取得一致方面,領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意志是群體的核心,他是各色人

等形成組織的第一要素。」 ①政治領袖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體現在他直接參與國家對內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實

施,對內能夠引導民眾的價值觀和行為選擇,對外影響了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國際秩序的穩定。 進一步而

言,政治領袖在進行外交決策的過程中,其自身所具有的政治認知,如政治價值觀、政治態度和外交理念等

認知取向會對外交決策產生影響,從而對國家之間關係的走向發生良好或惡化效應,進而加速或延緩了國

家間合作的建立和發展進程。 羅伯特·傑維斯的錯誤知覺理論表明政治領袖的認知取向對於外交決策的

負面影響,進而使得國家之間處於衝突甚至戰爭。 因此,對於國際合作而言,政治領袖所真正發揮驅動力作

用的實質是其秉承正向、積極進取的政治價值觀。

一、
 

政治領袖影響外交決策的政治心理學分析

政治領袖是「階級鬥爭和社會分工的產物,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在不同階級的長期的政治事件中湧

現出來,具有卓越政治見識和接觸政治才能,對歷史發展有重要影響、在本階級中擁有最高權威的政治人

物。」 ②政治領袖可以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可以是某個政治組織的領導者,還可以是對某一階段的政治發

展過程起關鍵作用並產生重要政治後果的政治參與者、宣導者、組織者與決策者。 本文所探討的政治領袖

是一國的元首或政府首腦。 政治領袖不僅僅是社會中簡單的管理者與統治者,而且他們還在社會政治生活

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政治領袖擁有重大的政治決策權,決定著其所代表的階級的性質和結構,是特定階

級、集團和民族的政治領導核心,對政治發展有重要影響。 馬克思主義形象地把國家喻為「國家機器」,而政

治領袖在一定意義上能夠全域地、高屋建瓴地駕馭「國家機器」,使之合理有效地運轉。 政治領袖所處的地

位和作用,使得我們在研究國際關係問題時無法忽視這一個人角色。 無論是國家之間關係的發展還是國內

經濟社會的向前運行都離不開代表國家的這一個人主體。 國家對外政策的實施是政治領袖主導外交決策

的結果。 從政治領袖個人而言,如何進行外交決策是建立在他對時局的判斷、對外界環境的認識等政治思

想意識、政治價值觀、政治態度之上,這些認知傾向促使政治領袖進行決策選擇,從而引導了對外政策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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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對國際關係的發展趨勢起到阻礙或推動的作用。 國際政治學中認知學派的代表人物羅伯特·傑維斯闡

述了一國決策者的認知對外交決策和國家行為的影響,即由於認知的局限性、資訊不對稱等因素使得決策

者可能往往容易產生錯誤知覺,誤解其他國家決策者的意圖和行為,從而導致錯誤判斷和行為。 傑維斯以

幾種錯誤知覺來具體說明決策者的認知對外交決策和國家行為的影響。
1.

 

統一性知覺。 社會認知理論認為,人類的認知具有統一性特點,這一特點表現為認知主體「總是採用

直接而同一的方式把事物知覺為統一的整體,而不是知覺為一群個別的感覺」。⑦基於此,傑維斯指出,統一

性知覺有時容易使認知主體忽視事物的複雜性,導致判斷失誤,進而對外決策也存在偏差。 儘管決策者清

楚地瞭解到國內的政府部門並不是完全的統一,即最終的政策結果往往是各部門討價還價的結果,但決策

者還是容易過高地估計國家在執行政策方面保持一致性的可能。 因此,統一性知覺使得決策者同樣會過高

地估計對方的決策者掌控自己國家權力的程度,認為對方的決策者可以將自身的意志強加於其國家內部的

各政府部門。 由此,一國的行為通常被視為是統一協調的行為。 「對方國家內部在某一問題上決定政策的

利益聯盟在其他問題上可能不會形成聯盟;或者,即使在兩個問題上均是同一組人決定政策,在一個問題上

他們重點考慮的利益在另一個問題上就可能不是他們考慮的重點。」 ⑧傑維斯指出,這種認知的結果導致一

國的決策者的決策行為出現錯誤:一方面,傾向於將一組事件的發生看作是其他國家的決策者有計劃的、經
過深思熟慮的、具有整體利益觀念的行動,而不是由於對方偶爾愚蠢的錯誤、國內政府部門之間的競爭及其

國內政治進程等影響,並以此來預測對方未來的行動,常常以戒備心理來警覺其他國家的意圖。 另一方面,
由於決策者對於對方內部的利益衝突估計不足,從而制約了對於對方政策產生影響的舉措,國家也就不會

調用足夠的資源來研究對手國內的派系、政府結構及其重大問題。 例如,結盟集團外的國家比結盟集團內

部的成員國更趨於認為結盟所具有的穩定性和約束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嚴峻歲月裡,許多人

相信德國和義大利之間從 1936 年以來就有著結盟關係,兩個國家之間的政策是協調一致的,在這種政策框

架中,它們的每一個行動都是精心策劃和相互同意的。」 ⑧從實際情況來說,德國和義大利之間由於常常懷疑

彼此的意圖而各自採取行動。
2.

 

過高估計自己作為影響者和影響對象的重要性。 過高估計自己作為影響者和影響對象的重要性指

的是一國的決策者會誇大他們在別國決策者的決策過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而由此產生的錯誤知覺就是其

他國家所表現出來的不同對外行為。 這種錯誤知覺具體表現為,「首先,當對方的行為與行為體預期一致的

時候,他就會過高地估計自己的政策影響對方行為的程度。 當對方採取友好政策時,該決策者會認為是自

身瓦解了對方的邪惡意圖,而實際上對方根本沒有這樣的意圖。 其次,當國際形勢動盪多變,雖然行為體過

高估計自己產生的影響的認知會減弱,但人們採取的減緩緊張狀態的行動不會達到預期的效果。 因為 A 方

很容易認為,B 方的行動不是友好的表現,而是 A 自己採取的強硬政策發生了作用。 最後,當對方行為與行

為體的預期不一致時,行為體就會將對方行為歸為對方國內因素影響的結果,而不認為這是對自己的政策

做出的反應。 在這種情況下,行為體會認為對方試圖損害自己的利益。 他不會將對方的行為視為非本意行

為或其他事件所產生的副作用。」 ⑧傑維斯進一步分析認為,上述決策者可能出現的錯誤知覺會妨礙國家之

間的合作。 一方面,當別國採取友好對外政策時,本國的決策者就會因為過高估計自己的影響力而採取有

利於對方的政策,然而當自身能力的局限性在實際情況下無法滿足對方的利益需求時,合作就會受到限制。
另一方面,如果國家認為受到嚴重威脅,那麼就會加強對對方懷有敵意的認識,從而決策者會更加依賴採取

負面的制裁政策,導致決策者進行超出自身能力的政治行動,進一步加大了戰爭的可能性。 這種認知導致

一國的決策者忽視通過緩和自己的行為而使對方的行為也趨於緩和。 當兩個國家之間尚未完全處於敵對

狀態時,這種認知取向則會加劇相互之間的緊張關係,決策者將會以這種認知取向預測對方的未來行為,如
果不採取強硬措施,那麼自己將會受到對方嚴重的威脅或傷害。 傑維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英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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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為例。 他指出,當時的英國和德國的政治領導人都沒有充分意識到對方之所以採取敵意行動是因為自

己的行為,都認定針對自己的敵對態度與自己的行為沒有關係,而是根據對方行為的變化而變化的。
3.

 

認知失調。 認知失調理論認為,人們不僅僅滿足於認識到自己表現出的良好行為和明智決策,還包

括人們要儘量減少自身內心的矛盾,即往往會認為沒有被採納的政策有優勢,已經被採納的政策有劣勢。
從而產生使人們不安的認知失調現象。 於是,人們通過重新調整自己的認識來為自己採取的行動或做出的

決定提供充分理由,從而儘量減弱認知失調。 根據認知失調理論,傑維斯認為,在國際政治中,認知失調是

「決策者所具有的、與自己後來選定的政策相互矛盾的認知」。 由認知失調所導致的決策者的錯誤知覺是決

策者在決策之後儘量弱化自身的認知失調效應。 在決策之後,那些與決策者認知不符的資訊不會得到充分

考慮,從而避免產生決策是不明智的知覺。 傑維斯認為,減弱認知失調的後果是維持政策的持久性並且會

間接地影響其他決策。 當決策者輕視某個沒有被採納的目標時,即使在將來形勢發生變化,該目標可以實

現,決策者也不會重新採納這個目標。 「如果決策者輕視一個沒有被採納的目標,這就意味著即使將來形勢

發生了變化,因而這一目標可以得到實現,決策者也不會採納這個目標。」 ⑧

綜上所述,傑維斯發現政治領導人的政治心理認知對其外交決策和對外政策的制定會產生重要影響,
特別是政治領導人的錯誤知覺會導致對其他國家背後的動機判斷失誤,進而阻礙了國家之間關係的發展甚

至是國際體系秩序的穩定。

二、
 

政治理念對國際合作的影響

羅伯特·傑維斯的錯誤知覺理論表明政治領袖的認知傾向在對外政策目標和行為結果方面起到了關

鍵作用,影響了國家對外的政治意圖。 如果政治領袖以錯誤認知取向來認識和判斷其他國家的行為將會引

發國家之間的衝突甚至戰爭,喪失了本國發展的機遇和空間。 對於國際合作來說,合作本身能否建立並得

以發展動力就在於一國的政治領袖持有何種的外交理念,這種外交理念是否有利於地區內各國實現共同利

益,是否有利於國家之間關係的發展等積極的正向認知,這都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合作關係的建立和發展

程度。 阿克塞爾曾指出,「很多例子說明長期的相互關係對人們選擇合作的穩定性的重要性」。⑨可見,國家

之間增進和保持相互關係對現實和未來合作所產生的重要影響,而這恰恰取決於一國政治領袖的政治思想

和行為。 只有政治領袖具有積極正向的政治認知才能對國際合作產生正面的推動作用。 政治領袖在國際

合作中的正向的影響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
 

政治領袖與時俱進的執政理念有利於獲得國內民眾支持國際合作,提高各國參與合作的政治意願

外交執政理念是一國外交理念的構成內容。 執政理念是指「對執政問題所形成的理論和觀念,是執政

主體對其執政活動的理性認識和價值取向,屬於執政活動的意識形態層面及其意識形態的核心觀念,是執

政黨圍繞執政目標形成的基本理論、指導思想、理論準則和行為規範,既是產生執政綱領、主張、方略、政策

以及工作思路的思想基礎,也是執政活動的理論指導和執政能力的思想基礎
 

。」 ⑩作為一國政黨執政的指導

原則,執政理念貫穿於執政黨的全部執政活動中,對執政黨的執政活動起著關鍵作用。 對於處於執政黨首

要地位的政治領袖來說,執政理念不僅是其鞏固其執政地位的重要基礎,而且還是謀求本國發展的必然要

求,更是科學制定和實施對外政策目標的價值取向和行為結果的參考依據。 政治領袖在一切對外事務中首

先要考慮的就是整個國家民眾的福祉。 與時俱進的執政理念所蘊含的不僅是對外部環境的準確判斷,對歷

史經驗的總結,更是對國家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的正確認識以及肩負國家和民眾所賦予使命的責任感。 因

此,政治領袖與時俱進的執政理念能夠將促進本國經濟社會發展作為其執政興國的核心目標,把國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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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外開放統一起來,在保障民眾利益、尊重民意的基礎上能夠積極地引導民眾對國家利益的定位,從而能

夠獲得民眾對國際事務的支援,調動廣泛參與其中的熱情。 在此基礎上,政治領袖能夠致力於積極改善與

其他國家的關係來為本國發展開闢更多的發展空間,在進行外交決策過程中將傾向于制定有利於合作的對

外政策,這就減少了地區內其他國家的不信任感和猜疑,為地區內各國之間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提供了穩

定的政治基礎,大大增強了各國參與國際合作的意願和行動力。

(二)
 

政治領袖符合發展潮流的國際格局觀與時代觀有利於國家之間達成合作共識,實現合作共贏

國際格局觀和時代觀是政治領袖觀察和處理國際問題的立足點。 當一國的政治領袖能夠對未來社會

發展趨勢有一定預期,並且擅於把握世界趨勢和時代特點,對國際格局、時代主題能夠判斷和認識,那麼他

就能夠從全域出發考慮問題,對本國的總體戰略、具體目標以及利益關係調整等方面進行遠景規劃。 國際

格局是一個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外部環境。 政治領袖通過對一定時期的國際社會變化發展的特點和趨

勢的把握,瞭解國際體系中各種主要政治力量發生作用以及變化趨勢,明確一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和作

用。 時代主題是伴隨國際格局的基本發展趨勢所形成的。 在對國際格局有著基本認識之後,政治領袖自身

的國際格局觀和和時代觀直接影響著其對時代主題的認識。 國際格局觀和對時代主題的認識往往使得一

國的政治領袖爭取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和維護和平的國際秩序來發展本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徹痛使戰

後國家無法再肆意妄為地追求自身利益,各國都以「全人類的發展」理念為導向,這就促使國家在確保自身

獲得生存與發展的同時還必須要考慮到其他國家和整個國際社會的利益。 格托夫指出,「全球化的命題,可
以讓人在思考問題時,具備一種更廣闊的視野:首先,它告訴人們,世界經濟是某種單一的一體化單位,儘管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通常是高度不平等的、有時是依賴性的關係,但依賴性往往是相互的而非單方面的。」 􀃊􀁉􀁓這

就意味著,一方面,在全球化時代,儘管國家利益在形式上仍由一國決定,但其實質和內涵早已超出傳統國

家利益的定義和範圍,國家利益是由國內利益和國際利益共同構成的;另一方面,國家的根本利益是追求經

濟繁榮,但不能再用戰爭的手段來獲取,這就需要一國的政治領袖在對外政策上要合理地追求國家經濟利

益。 因此,政治領袖所具有的國際格局觀、時代觀以及隨之而來對於國家利益的認知使得政治領袖在注重

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以長遠戰略利益為目標,從而努力尋求與其他國家的共同利益,制定和調整有利於合

作的外交戰略和政策,積極改善和發展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加強與其他國家的交流,這就為區域合作所

遵從的相互尊重、平等互惠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礎。

三、
 

政治理念在國際合作中發揮作用的影響因素

政治領袖政治認知的形成是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必然影響了政治領袖以什麼樣的態度

和認識來參與國際合作以及如何積極地推動合作的形成與發展。

(一)
 

政治領袖的個性:政治領袖理念形成的風格

政治領袖的個性對決定他們如何發揮作用也有著重要影響。 個性是指「在個體身上經常地、穩定地表

現出來的心理特點的總和,包括一個人怎樣影響別人、怎樣對待自己,以及他的可能被認識的內在和外在的

品質全貌」。􀃊􀁉􀁔政治領袖的個性是其在政治活動中表現出來的較為穩定的心理特徵。 在認知方面,政治領袖

的個性直接影響其對政治事務的直覺,做出決斷的傾向以及對外部環境的反應,從而對政治行為產生影響。
詹姆斯·巴伯對自華盛頓以來歷屆美國總統的個性行為進行了考察研究,提出了四種總統類型的劃分,即
主動-積極型(適應型)、主動-消極型(強迫型)、被動-積極型(屈從型)和被動-消極型(退縮型),從中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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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個性對政治領袖的態度、思維和判斷等認知方面的影響。 例如,主動積極型(適應型)的總統對自己要求

較高、理性,熱愛工作。 因而在決策時有著積極的主動性,「對自己決定解決的問題表現出一種強烈的興趣

和關注,能迅速地瞭解到他所需要瞭解的事情,並在記憶中貯存大量他認為有用的資訊」,􀃊􀁉􀁕會積極調整自己

的目標和戰略以適應現實的需要。 如,佛蘭克林·羅斯福、杜魯門、甘迺迪、老布希、克林頓。 被動-消極型

(退縮型)的總統「是躊躇和不情願地被捲入其政治職權之中的,並且時時對職位賦予他不容推諉的權力持

能躲且躲的態度。 他情願從政治的衝突和不安定中撤出兵力,使之集中在含糊的原則和程式化的工作安排

上。 他在政治生涯中的表現從根本上可以理解為—種責任意識,這種意識使其不同於少數採用卑鄙手段參

政的人,並引導他去做一個和正統行為的保護者來補償自己於事無補的感覺。」 􀃊􀁉􀁕巴伯以歷史上的美國總統

艾森豪為例。 他指出,艾森豪的個性屬於被動-消極型。 艾森豪的政治傾向是安於現狀,排斥極端主義、激
進和反動,在政治上關注具有原則性的問題,將很多事情都委派給其他政府機構,這種個性使他對自己的判

斷缺乏信心而趨於陳腐,缺少了對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脆弱性的敏感和在必要時為激發緊張的創造狀態而主

動使用權力。
上述內容大體說明了個性對政治領袖認知產生的影響。 儘管如此,人的個性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很

難確定屬於某種特定的類型,對於任何的政治領袖來說,其個性特徵也往往是多種類型的綜合體,只是必有

一種心理屬性是占主導的,從而體現了政治領袖個性的本質特徵。

(二)
 

國內政治文化:政治領袖理念形成的根基

阿爾蒙德曾指出,「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
 

、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是

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和現實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活動進程中形成,它不僅是對一國政治形態獨特之處的

整體性的反映,而且直接影響著個體的政治行為活動。 阿爾蒙德指出,「政治文化影響各個擔任政治角色者

的行為、他們的政治要求內容和對法律的反應」。􀃊􀁉􀁗在對外決策的過程中,為了制定合理的方案,政治領袖需

要對所收集的情報資訊進行分析和判斷,並在綜合考慮國內外形勢之後進行選擇。 對外決策行為的結果很

大程度上與政治領袖的政治態度、價值觀念和道德感情有著密切聯繫,而這又取決於政治領袖所身處的國

內政治文化背景,即體現這個國家的民族特點、歷史傳統、哲學、宗教等。 政治文化之所以能夠對政治領袖

的政治心理認知產生重要影響正是因為它也是國家利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它以自身的社會制度、價值

觀念以及傳統文化等服務於國家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國家安全,而政治領袖的外交理念、政治傾向和政

策偏好是以實現國家利益為根基的。 因此,政治領袖在政治心理認知上是不能忽視政治文化因素的,由此

在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上也無不體現了本國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對政治領袖的政治思想意識與價值

取向具有導向作用,通過其自身所具有的內在價值結構,決定了政治領袖如何認識外部環境和處理與其他

國家的關係,成為政治領袖在對外決策過程中的行為依據,並有助於政治領袖形成一定的外交風格,也給一

國外交刻上了區別于他國的文化烙印。 基督教新教理念所包含的「美國優越論」和「天賦使命觀」的思想內

容一直是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源泉,「它使得歷代美國總統不僅在對外交往中堅信美國的價值觀和制度最

為優越,而且把向世界推廣這種價值觀和制度視為自己的使命。」同時,從基督教新教理念中汲取思想養料

的自由主義作為美國主導的政治文化價值規範,同樣影響著美國的政治領袖對外交的理解。 而所有與此相

關的政治文化在政治領袖的外交行為上就表現為「輸出民主」,包含著美國的民主制度、人權、有限政府和政

治制度等,其輸出的重點突出主動性意願和行為來加強美國政治文化價值觀的滲透,這從美國歷代總統的

外交戰略思想中都可以看出,如卡特的「人權外交」理念、老布希的「世界新秩序」構想、克林頓的「新干涉主

義」思維、小布希的「大中東民主計畫」思想、奧巴馬的「巧實力」外交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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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家利益:政治領袖理念形成的目標

莫頓·卡普蘭將國家利益概括為「一個國家行為體在滿足國家行為系統的需要時所具有的利益。」。􀃊􀁉􀁘這

些源於國家系統內部的利益需要,主要包括「維持系統基本規則的需要或滿足於子系統所具有的或個人行

為體的人格系統所要求的需要」。 同時,國家利益也包括環境需要,如防務,「環境需要取決於國際社會的結

構和危險敵手的存在與否,但並不隨著內部結構的變化而變化」。 國家利益的根本目的是實現國內外的需

求,因而它直接決定了一國發展的基本方向,而外交政策更是體現了國際層面上國家的發展需求。 因此,國
家利益對政治領袖的外交決策理念及其行為結果發揮著指導性的關鍵作用,這主要體現在:一是國家利益

是政治領袖設計、制定和推行對外政策的現實依據。 國內民眾的最高利益是一國利益根本體現,它使得政

治領袖得以明確需要維護什麼以及為什麼要維護。 因此,政治領袖的政治認知傾向及其外交決策結果都體

現了國家利益的具體內容,是國家利益的集中反映。 二是國家利益是政治領袖如何看待國家之間關係的最

高準則。 在區分敵友關係方面,取決於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是否大於衝突,是否在根本利益上能夠實現共

贏。 在確定親疏關係程度方面,國家之間是對抗還是聯合的程度也是取決於彼此之間的利益關係。

(四)
 

國內利益集團:政治領袖理念形成的趨向

「一切群體,包括國家在內,都是權力結構。」 􀃊􀁉􀁙國家權力的多元化使得各種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團能夠在

政府的決策過程中共同發揮作用。 根據組織的不同性質,利益集團分為四種類型:即非正規的利益集團、非
社團性的利益集團、機構性的利益集團以及社團性的利益集團。 本文所指的利益集團是社團性利益集團。
它們是「從事利益表達的專門結構,它們是為了表達某些特定集團的目標而專門建立起來的。」 􀃊􀁉􀁚如工會、為
某些商業或工業服務的組織、種族性集團、由不同的宗教派別組織的團體以及為推進某項政治事業的民政

改革或外交政策等而建立的協會。 多元主義的集團政治理論認為,「集團是個人和大範圍的國家政體之間

的仲介,是領袖和民眾之間聯繫的媒介。」 􀃊􀁉􀁛利益集團以實現共同利益為目標,在政治過程中起到了自身利益

表達和聚合的作用,體現了社會公眾的需求,通過遊說、施壓以及提供意見諮詢和資訊情報等方式,將彙聚

的利益訴求轉達給各個政黨和政府部門,如立法機構、行政機構等,使得社會問題和爭議提上政治議程,是
政府吸取民意和作出回饋的主要途徑,因而對政治領袖的政治傾向和政策偏好以及外交決策產生一定影

響,加強了政治領袖及其政黨對公眾的責任,使政策能夠符合實際,貼近民意,這也是現代民主政治的要求。
阿爾蒙德進一步指出,「在滲透性獨裁的體系,為大多數公民和集團所進行的合法的利益表達,局限於提供

資訊或可能是申訴疾苦。 再就是政府行政機構和政黨中的各類機構性集團可能在上面確定的廣大範圍內

向上司提出改變政策的建議。 較開放的體系,為表達提供了種類繁多的管道。 對實行新政策或繼續推行某

些政策的要求,是同給予支持的承諾合法聯繫在一起的。」 􀃊􀁊􀁒對於國際合作而言,利益集團往往關注的是他們

在合作中所獲得的收益分配,政治領袖在進行參與國際合作的外交決策時,往往會傾向於追求那些能夠維

護和協調滿足利益集團的政策。 例如,美國的利益集團與其國內的立法部門、行政部門共同構成影響貿易

政策的主要力量。 由於這三種力量所發揮的不同作用使得貿易政策具有突出保護性、鼓勵參與性、強調製

衡性和追求靈活性等特點。 「對於當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美國有 72%
 

的公司執行董事表示支

持。 這些公司的掌權者組成聯盟和國會中意見一致者、農業利益集團及部分環境保護主義者一道加入當局

促進該協定的簽訂過程。」 􀃊􀁊􀁓在發展中國家,利益集團影響政府決策的途徑主要通過提案、所屬的主管部門、
直接遊說和利用大眾傳媒,這些方式以直接或間接的形式對我國政治領導人的政治傾向和政策偏好產生影

響。 例如,利益集團一是通過與人大代表保持一定的聯繫,以便反映其利益訴求;二是通過向所聯繫的人大

代表提出建議進而反映給決策機構;三是通過對行使公民監督權和諮詢權等等影響政府決策。 當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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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和利益集團是雙向的,彼此之間的需求存在著互補關係。

(五)
 

國內思想庫:政治領袖理念形成的參照

精英理論認為,「每個重要的社會群體都會產生它自身的精英,一個社會的精英是那些自發地從社會裡

浮現的精英的總稱,包括議員與官僚系統,但範圍遠逾於此。」 􀃊􀁊􀁔思想庫的專家、學者是為政治精英提供諮詢

服務並影響國家決策的知識精英群體。 一般而言,思想庫是指「思想庫就是那些以政策研究為核心、以直接

或間接服務於政府為目的、非贏利的獨立研究機構」。􀃊􀁊􀁕也就是說,思想庫的目標是通過自身的研究成果來影

響政府機構,並且也起到了監督政府行為的作用。 對於政治領袖來說,思想庫在為其定外交決策方面提供

了思想管道,在不斷提供新思想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思想理念是政治領袖在進行外交決策時的行動指

南,思想庫的宗旨是探求和形成新的政策思想,通過對現實社會政治現象中規律的總結,對未來世界發展的

思考和預測,形成相應的政治理念。 思想庫的政治理念通過其內部的專家學者為政治領袖制定和落實外交

政策提供一種參考依據,是政治領袖形成新的施政理念並認識世界、把握時代脈搏的「思想工廠」。 同時,思
想庫針對國際關係的需要為政治領袖提供外交決策方案。 思想庫能夠對某個國際問題從不同角度進行分

析,提出各種建議,使得政治領袖可以在外交決策過程中對各種提議進行比較分析,從而權衡利弊,做出合

理的判斷和決策。 此外,思想庫幫助政治領袖掌握大眾的思想動態,為政治領袖的外交決策提供公眾輿論

意見。 例如,日本很多學者通過為政府提供決策諮詢甚至直接擔任行政職務來影響政治決策和社會主流意

識。 而日本首相的政治認知傾向就受到這些學者宣導的政治思潮的影響。 近年來,由於現實主義右翼學者

在日本的中央政府高層較為活躍,成為日本首相趨於政治右翼傾向的主要推力,因而阻礙了中日關係的

發展。

(六)
 

國際環境:政治領袖理念形成的外界環境

任何一個國家的生存與發展都離不開國際體系這一宏觀背景。 因此,一國的政治領袖對於如何制定外

交戰略以及決策的總體思考和認識也會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 國際環境主要是指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包
括國際政治格局中以國家為中心的力量分佈狀況及其變化趨勢、本國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世界經濟形勢、
國際安全與戰略形勢等。 國際環境使得一國的政治領袖如何從認知上把握世界發展趨勢和時代主題。 從

總體來說,當今國際格局是以多極化格局為特點的基本趨勢穩定發展的,時代主題仍然是和平與發展,在這

樣的國際局勢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領袖都會意識到將發展經濟作為自身的外交戰略

和決策重點,以此致力於維護和平、謀求發展,這就促使參與國際合作的意願較為強烈,通過參與合作努力

加強本國的實力和國際地位,從而大大提升了合作的可能性和長遠未來。 同時,在國際局勢總體穩定的情

況下還存在局部地區的動盪和一些非傳統安全的全球性問題的發生。 這也促使一國的政治領袖認識到全

球問題的產生會對本國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又不是能由一個國家所能獨立解決的,這需要國家之間

的合作治理才能加以解決,這就促使政治領袖在制定外交戰略和決策上既考慮到維護國家利益,也要認識

到與其他國傢俱有的共同利益,從而為改善了國家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契機,更為合作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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